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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政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

邵朝对,苏丹妮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文章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模式转变的视角,首次考察了充当辖区

间竞争“新”工具的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财政通过引发地方政府的支

出竞争、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不仅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还抑制了企业出口退出

和延长了出口持续期。但由于存在与税收竞争、补贴竞争相关的企业寻租、“政治包袱”以及

与支出竞争相关的公共品偏向性扭曲配置,土地财政也使出口企业长期被锁定于低质量、低
附加值和低技术复杂度的低端竞争方式。概括而言,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开展辖区间

竞争的策略性行为在促成出口繁荣的同时也付出了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丧失的代价,对中

国“大而不强”出口模式产生了“土地财政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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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适时以出口导向取代进口替代,通过“人口红利”等低成本优势积极融入发

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实现了出口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出口扩张奇

迹”成为“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标志。但与庞大的出口规模不相匹配的是,中国企业仍长期位于 GVC
的底端,出口多为品质、附加值、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产品,陷入了令人担忧的“只赚数字不赚钱”的怪

圈。“大而不强”成为中国四十多年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真实缩影,也是中国深受反倾销等贸易战困扰以

及西方国家、学者指责“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综合症”的关键所在 [1] 。
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出口的扩张奇迹直接表现为各地区出口的快速增长。学界普遍认为,在中

国式分权框架下,中国取得的各方面经济成就与作为地方社会经济事务实际操作者的地方政府密不

可分 [2] ,中央政府开放政策的转变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和实践。实际上,面临晋升激励的地



方政府在国内长期存在市场分割和内需不足的形势下,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以绕开国内市场瓶

颈来实现经济增长无疑是一种占优策略 [3] 。与此同时,从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来看,中国央—地关

系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分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丧失了发展辖区经济原本所

依赖的税收资源,财力日益拮据 [4-5] ,而此时土地制度的变革恰恰为地方政府寻觅新财源提供了时机。
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建设需要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必须通

过政府征地才能转为国有土地,正式确定了地方政府国有土地所有者、供给者和垄断者“三位一体”的
特殊身份;再加之,1998年以来住房分配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地方政府拥有的最大资源土地

的经济价值越发凸显,“卖地”突然间成为地方政府手中的一块“肥肉”。与一般预算“吃饭财政”的刚

性支出特征不同,作为可自由裁量的预算外收入,土地财政的意外繁荣不仅填补了分税制导致的财政

缺口,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辖区政府干预经济的财政结构,通过策略性发挥土地财政的激励作用成为

地方政府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新”的有效工具。现实和经验研究均表明,失去税源的地方政府十分依

赖土地财政这一“意外之财”开展辖区间引资竞争,所谓的“预算内保运转,预算外保发展”正是对此

的精辟概括 [4] 。那么,在出口导向战略大背景下,充当地方政府间竞争“新”工具的土地财政能否激励

企业出口扩张?如果可以,其中的作用机制如何?同时,这种出口扩张效应背后是否也付出了相应代

价?中国长期以来“大而不强”的出口模式是否与其独具特色的土地财政发展模式息息相关?
与本文研究较为紧密的有两支文献。第一支是关于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内在关联的研究。土

地财政规模出人意料的膨胀较早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有的认为这是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缺口“逼官卖

地”的无奈之举 [6] ,有的认为这是开展政治锦标赛的内在冲动 [7] 。但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不争的事实是

分税制改革重塑了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财政结构,分税制改革之后以预算内财政收入为核心的传统

模式向以土地出让金为核心的全新的土地财政模式转变,这一点已在学界达成了共识 [4-5,8-10] 。因此,
学者更关心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所起的作用,一方面,巨额的土地财政强化了中国式财政

分权,点燃了地方政府发展辖区经济的热情 [11] ,对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的超常

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4,12]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比如加剧了重基建、轻服务

的支出结构偏向 [8] ,滋生了官员腐败 [10] ,加大了地方债务和经济运行风险 [13] 。上述文献均忽略了中国

改革开放具有明显的出口偏向特征,未探讨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在本文看来,土地财政

脱胎于中国特殊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土地制度安排,一直以来是理解转型期中央与地方尤其是地方之

间关系的重要线索 [4-5] ,其意外繁荣使地方政府走上了“以地生财”的发展之道,富有中国特色的土地

财政可能塑造着独一无二的中国出口模式。值得注意的是 Chen 和 Kung(2016) [10] 的研究,他们较早关

注到了中国土地财政的“意外之财”特征,发现土地财政导致官员寻租腐败进而破坏了政治晋升系统,
降低了晋升官员质量,产生了 Brollo 等(2013) [14] 提出的政治资源诅咒。相比而言,本文不仅关注土地

财政类似于“资源诅咒”中的“意外之财”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抓住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依赖这一

“意外之财”充当辖区间竞争“新”工具的典型事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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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早期的“资源诅咒”文献中,学者习惯将出售突然发现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财政收入称为“意外之财” ( natural
resource windfalls) ,较为经典的是“卖油收入” [21] ,后来资源以及“意外之财”的内涵逐渐延伸至跨国援助、中央政府对

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等能够较大改变一国或地区原有财政禀赋的经济资源 [14] [22] ,并认为这种“意外之财”可能不利于

经济增长、增长绩效以及政治家质量,即存在诅咒效应。“资源诅咒”文献所提的“意外之财”通常具有以下特征:第一,
在短期内迅速扩张;第二,较大改变了一国或地区原有的财政禀赋结构;第三,政府具有自由支配权。而分税制之后,充
当竞争“新”工具的“卖地收入”呈现了与“卖油收入”类似的特征和逻辑,因此,本文将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造成“大而

不强”的影响称为中国出口模式的“土地财政诅咒”。当然由于土地财政本身的特殊性,本文探讨的问题、考察的角度和

具体的理论机制仍与“资源诅咒”所涉及的“意外之财”文献存在较大的区别。



由于土地财政带有浓厚的地方政府策略性竞争色彩 [15] ,因此,与本文相关的第二支文献是探讨

政府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动态的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掌握各种优质资源(比如关

税)和大政方针制定权的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诸多出口促进政策刺激企业出口。学者围绕出口退税 [16] 、
经济特区 [17] 、出口加工区 [18] 等政策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一致认为中央政府主导的各项贸易政策

在推动中国出口奇迹中至关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的财政分权改革,市县级政府成为地方事务的

实际操控者,但与中央政府握有贸易政策制定权不同,地方政府往往需以补贴为手段刺激企业出口。
学者围绕补贴的出口效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可以通过提高企业

出口概率的广延边际或是企业出口强度的集约边际带动企业出口规模扩张 [19-20] 。然而,分税制改革之

后,面临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能够提供如此广泛、持续的补贴支持背后必然存在更深层次的资金获取

渠道和财政激励结构问题,这是已有文献所忽略的。本文则立足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模

式重塑的事实,考察土地财政对微观企业出口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揭示出现有文献所发现的出口市

场上的补贴竞争可能更多是土地财政激励下的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途径。
本文利用1999—2014年城市层面和中国工业企业、海关数据,首次从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模式转变

的视角考察了充当辖区间竞争“新”工具的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可能集中反映在从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激励模式转变的视角,通过

出口扩张(包括出口二元边际、出口退出及其相关的出口生存)以及出口竞争方式(包括出口产品质

量、国内附加值率、技术复杂度)多个维度探究了充当地方政府间竞争“新”工具的土地财政对企业出

口的影响,为中国“大而不强”的出口模式提供了来自富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因素的新解读。此外,
本文还解构了土地财政激励下的地方政府策略性竞争行为及其相关的企业寻租、“政治包袱”、支出结

构偏向机制,从出口模式视角丰富和深化了现有土地财政的研究。

二、 制度背景与作用机制分析

(一) 制度背景

1. 分税制与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是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特有的公共财政体制和土地制度下形

成的,土地财政的繁荣与1994年开展并在2002—2003年进一步推进的分税制改革密切相关。分税制改

革之前,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实行财政包干,其原则是包干基数、超收多留,地方政府只要多办、大
办“自己的”企业或属地内的企业,通过“经营企业”就能征得大量以企业为主体的流转税、所得税,形
成与财政包干体制相适应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但是自1985年实行财政包干制后,“两个比重”即财政收

入占 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双双下降,这直接推动了分税制的出台和实

施。分税制后,最优质、规模最大的税种基本划归中央,这造成了地方政府越来越大的一般预算缺口。
肩挑发展重担的地方政府亟须转变包干制下“经营企业”以捕获企业税收的财政激励模式,寻觅与分

税制相容的新生财之道,而以土地出让金为核心的土地财政模式正逢时机登上了历史舞台。
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确立了地方政府土地供应的独家垄断权,为地方政府“经营土

地”以地生财创造了供给方面的先决条件;1998年以来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

进,为地方政府“经营土地”以地生财创造了需求方面的必备条件。地方政府只需凭借垄断地位将低价

征得的农村用地,进行简单的平整开发,就可投入蓬勃的土地一级市场交易并获得巨额的土地出让

金。以土地出让金为核心的土地财政,与“吃饭财政”属性的一般预算收入不同,在分税制下不仅无须

与中央分享,而且作为预算外收入,透明度较低,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从全国来看,土地出让金从

2001年开始迅速膨胀,已由1999年的500多亿元扩张至2013年的3万多亿元,年均增速高达35%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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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金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值也随着规模膨胀水涨船高,从最初的不到0. 1到2003年首次超越0.
5后一直在0. 5以上的高位运行。①以上事实意味着,土地财政已成为地方政府追逐增长竞赛名副其实

的“第二财政”,而分税制导致的地方财政“饥饿效应”,在与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和市场化转型以及

城镇化释放的需求因素碰撞中塑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值得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稳

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互动框架的理性化制度变革,土地征用、开发、出让带有的财政激励要素从来不是

分税制改革的设计初衷和预期效果,更多是这次改革在特殊土地制度和经济环境下的意外后果 [23] 。
2. 土地财政、出口偏向与出口竞争方式。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央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以各

种形式的出口促进政策鼓励企业出口。地方政府塑造的土地财政模式与出口偏向型政策相结合构成

了地方政府干预辖区企业出口的重要现实背景。随着分税制的深入推进和土地财政的意外繁荣,丧失

税源的地方政府重塑了以土地出让金为核心的全新财政激励模式。出口作为三驾马车之一,是 GDP
的构成部分,地方政府追求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是其角逐以 GDP 为标尺晋升锦标赛的主要手段,有
动机甚至非常乐意使用手中掌握的巨额土地出让收入来落实出口偏向型政策。

为了初步识别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策略性行为是否与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的出口偏向型政策

目标一致和激励相容,借鉴现有的普遍做法 [5] ,本文选取人均土地出让金的对数值衡量地方政府掌握

的土地财政禀赋状况,并将城市划分为土地财政禀赋高低两组:先计算各城市人均土地出让金对数值

的均值,然后求出这些均值的中位数,最后将高于中位数的城市归为土地财政禀赋较高组,其余为较

低禀赋组。表1中 A 部分高禀赋组和低禀赋组城市的企业出口参与率、出口强度以及企业退出出口率、
出口持续期四个方面的均值比较表明,拥有较高土地财政禀赋的城市具有更高的企业出口参与率和

出口强度以及更低的企业退出出口率和更长的出口持续期,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极有可能依赖其所掌

握的大规模土地财政来激励企业出口扩张。表1中 B 部分则选取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出口国内附加值

率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来代表出口竞争方式,结果表明,土地财政高禀赋组城市较强的出口扩张表现,
往往伴随着企业更低水平的出口竞争方式,这传递出地方政府策略性使用土地财政来实施出口偏向

的同时可能也付出了出口企业竞争力丧失的代价。富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及其出口模

式的塑造有待更为严谨的机制解析和实证检验。

表1　 土地财政、出口扩张和出口竞争方式的初步检验(1999—2014年)

变量 高禀赋城市 低禀赋城市 均值差

A:出口扩张表现

企业出口参与率 0. 249 0. 153 0. 096∗∗∗

企业出口强度 0. 486 0. 408 0. 078∗∗∗

企业退出出口率 0. 271 0. 289 - 0. 018∗

企业出口持续期 3. 223 2. 617 0. 606∗∗∗

B:出口竞争方式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0. 628 0. 640 - 0. 012∗∗∗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0. 829 0. 855 - 0. 025∗

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11. 785 11. 858 - 0. 073∗∗∗

　 　 注:∗、∗∗、∗∗∗分别表示在10% 、5% 、1% 水平上显著,下同。其中,企业出口参与率为相应年份城市参与出口的企

业数除以总企业数;企业出口强度为企业出口交货值除以销售额;企业退出出口率为相应年份城市退出出口市场的企

业数除以出口企业数;企业出口持续期为新进入出口市场后仍持续出口的年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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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土地出让金来自《中国国土资源年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数据来自《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和《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



(二) 作用机制分析

分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财政激励模式由传统的一般预算转向以土地出让金为核

心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开始取代一般预算充当起辖区间横向竞争的“新”工具,而且作为操作灵活的

预算外收入,土地财政引发的地方政府策略性竞争会更为激烈和富有中国制度烙印。那么,土地财政

是如何改变辖区企业的出口行为和动机呢?
先分析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的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首先,土地财政引发的支出

竞争通过改善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方式激励企业出口扩张。财政竞争是分权体制下地方政

府的基本行为特征,为了吸引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地方政府会在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支出维度上展

开策略性竞争 [24-26] 。分税制之后,土地出让收入及其相关的地方债务成为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

主要融资来源 [23] ,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竞相改善辖区基础设施,提高公共品供给规模和服务水平。
而企业出口面临一定数额需提前垫支的固定成本,包括获得外部市场信息、目标国消费者偏好以及建

立分销渠道等 [27] 。土地财政扩张带来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和通信设施的改善,加速了知识和信息

在企业与分销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流动和分享,降低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搜寻成本和沟通成

本,有助于企业克服固定成本提高出口的可能性 [28] 。对于已出口企业,出口扩张的关键在于可变成本

的高低 [29] ,而以交通和通信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改善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匹配上下游供应商以降低

生产成本 [30] ,还能降低与贸易流量密切相关的运输成本 [31-32] ,极大便利了企业出口规模扩张。其次,
财政竞争的另一个维度是在财政收入上竞相提供税收优惠的税收竞争 [24-25] ,土地财政亦会引发政府

间的税收竞争来影响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土地财政给地方政府注入了强大的预算外财力,降低了地

方政府对税收收入的依赖程度,进而更有动机和能力通过主动降低对税法的执行程度、巧设各种名目

的税收优惠或者以先征后还等途径降低企业实际税率。这实际上变相增加了企业的生产利润和现金

流,不仅使那些原本难以垫支出口固定成本的企业能够顺利打入国际市场,而且还使出口企业扩大生

产规模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最后,地方政府对辖区企业生产过程的补贴也是引资竞争中的普遍做法,
而自由裁量的土地财政为一般预算窘迫的地方政府进行广泛、持续补贴大战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

持。土地财政引发的补贴竞争与税收竞争类似,主要通过改变现金流来帮助企业弥补各类固定成本以

及降低企业出口环节的各项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助力出口规模扩张 [33-34] 。
解释宏观层面上出口总量扩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微观企业的出口退出及与之相关的出口生

存 [33] ,因此本文将继续关注土地财政与出口企业的退出出口市场决策以及出口生存相关问题。根据

Bernard 和 Jensen(2004) [33] 构建的企业出口动态离散决策模型,企业进行出口的期望损失现值大于退

出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时,会理性地从出口市场选择退出。当出口企业受到外部冲击或者因自身经营

不善需要退出出口市场时,土地财政引发的支出竞争带来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改善,一方面加快了

不确定性事件的传播速度,另一方面降低了企业根据外部市场冲击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和库存结构的

调整成本 [35]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利用预算外的土地财政所引发的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可

以灵活选择受益企业,会向有意退出出口市场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巨额补贴,抬高了出口企业可承

受的亏损临界值。此外,在出口偏向型政策的大背景下,企业从出口市场退出后相较而言可能较难从

地方政府手中获得以特定企业为实施对象的税收和补贴优惠,这提高了出口退出成本。显然,由于引

发了地方政府支出竞争、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的策略性行为,土地财政抑制了企业出口退出。接下来,
分析与出口退出决策紧密关联的企业出口生存问题。通常来说,出口生存或者说出口持续期涉及的是

一系列风险事件组合而成的动态问题,能够对单期出口退出决策产生影响的因素通常也是企业每期

退出出口市场风险率的影响因素。基于上述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以及出口退出决策及其相

关的出口生存问题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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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充当地方政府间竞争“新”工具的土地财政通过引发支出竞争、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不仅

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还抑制了企业出口退出和降低了出口生存风险或是说延长了出口

持续期,即土地财政激励了企业出口扩张。
土地财政在分税制改革后的意外繁荣成为地方政府实施出口偏向型政策的全新财政禀赋,大量

对“资源诅咒”中“意外之财”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表明,由于制度质量关乎企业是否以及能否向掌控资

源分配权的政府寻租以捕获超额利润,因此,一国或地区政府因自然资源发现、自然资源价格上涨或

是因跨国援助、转移支付等获得“意外”的财政收入后,是否会对增长绩效、社会福祉产生“诅咒”主要

与制度质量有关 [22,36] 。首先,在目前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否会利用可自由支配的

土地财政向企业变相提供税收优惠和巨额补贴可能更多取决于企业是否与当地政府存在寻租关系,
而并不是企业生产绩效的高低 [37] 。所以,为了捕获土地财政引发的以特定企业为实施对象的税收优

惠和巨额补贴,企业有高涨的热情向地方政府寻租。企业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挤占了本应用于研发投

资等创新性活动的有限资源,特别是稀缺、宝贵的企业家精神 [37] 。其次,作为晋升锦标赛的参与者,地
方政府策略性使用土地财政激发的税收优惠和巨额补贴往往隐藏着各种为其政治晋升服务的合同约

束。为了帮助地方官员尽早踏入晋升通道,获得税收和补贴优惠的企业也会更多承担地方政府快速推

动出口规模膨胀的利益诉求。这种“政治包袱”使出口企业热衷于出口规模的短期扩张,甚至在发生亏

损的情况下不仅不会从出口市场中退出,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投资,导致过度投资等短视行为,成为

出口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等自身能力建设的累赘。最后,土地财政及其债务融资主要涌向与招商引资密

切相关的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经济性公共品,而忽略了以教育、社会保障为代表的非经济

性公共品 [8,26] ,土地财政支出竞争激化的地方政府“重基建、轻公共服务”的偏向性扭曲配置结构,不
利于辖区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了出口企业的研发创新。据此,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2:充当地方政府间竞争“新”工具的土地财政会引发与税收竞争、补贴竞争相关的企业寻租、
“政治包袱”以及与支出竞争相关的公共品偏向性配置,这会抑制出口企业的研发创新,从而使出口企

业被锁定于低质量、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复杂度的低端竞争方式。
综合假设1和假设2,虽然面临晋升激励的地方政府会在分税制改革后将土地财政这一“意外之

财”作为“新”工具开展广泛的辖区间竞争,可以通过促进出口二元边际和降低出口退出、出口生存风

险来激励企业出口扩张,但其为增长竞赛而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策略性行为在对企业出口扩张具有

极强激励效果的同时,也使出口企业的出口竞争方式呈现低端路径依赖特征。因此,本文的核心观点

可以概括为以下假设:
假设3: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这一“意外之财”开展辖区间竞争的策略性行为对中国“大而

不强”的出口模式产生了锁定效应,形成了中国出口模式的“土地财政诅咒”。

三、 实证分析框架: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从出口概率、出口强度的出口二元边际与出口退出及其相关的出口生存两个方面来考

察充当辖区间竞争“新”工具的土地财政对微观企业出口扩张的影响效应。
第一,就出口二元边际来说,现实中仅有少数企业能够出口,为了避免样本选择偏误,普遍使用

Heckman(1979) [38] 两步法,具体设定如下:
expdum ict = α0 + α1 land_incct + αControl1 + ε ict (1)

export ict = β0 + β1 land_incct + βControl2 + θ × Imr ict + u i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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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 i、c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城市和年份。式(1)为出口参与概率方程,被解释变量 expdum
为企业是否出口的哑变量,当企业出口交货值大于0时为1。式(2)为出口强度决定方程,被解释变量

export 为出口企业的出口强度,以出口交货值占销售额的比重来表示。land_inc 为所在城市的土地财政

情况,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1和 Control2分别为影响企业出口概率与出口多少的其他控制变量

集合。为了提高 Heckman 两步法估计的有效性,Control1 中至少需有一个变量作为排除性变量不在 Con-
trol2中,本文选取较为常用的企业年龄作为排除性变量[39] ;Imr 表示逆米尔斯比率;ε 和 u 为随机误差项。

第二,就出口退出及其相关的出口生存来说,本文构建了如下企业出口退出决定因素的 probit 模
型,以探讨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退出决策的影响:

P( expexit ict = 1) = Φ(γ0 + γ1 land_incct + γControl1 + ε ict) (3)
其中,被解释变量 expexit 为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哑变量,即当企业在下一期退出出口市场时取值

为1,否则为0。既有研究表明,影响企业参与出口概率的变量同样也会影响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决策,式
(3)的控制变量集合与式(1)一致。本文还将运用生存分析法来考察土地财政对与出口退出紧密关联

的企业出口持续期的影响,将出口持续期界定为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直到其退出出口市场的时间,而视

企业退出出口市场为“失败事件”,并剔除了左侧删失样本,设定了如下离散时间 cloglog 生存模型:
cloglog(1 - h it) = λ0 + λ1 land_incct + λControl1 + τ t + ε ict (4)

其中,h it表示离散时间风险率,被解释变量 cloglog(1 - h it)越大,表明企业的出口生存概率越小或

者说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率越高,此时企业的出口持续期越短。

(二) 变量选取和说明

1. 核心解释变量:土地财政。与众多学者一致,本文使用土地出让收入表示土地财政 [5-7] ,不仅是

因为土地出让金份额最大 [5] ,更是由于土地出让金属于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

权,而与土地相关的各类税收(耕地占用税、城市土地使用税、契税等)则属于具有刚性支出特征的一

般预算收入 [15] ,这种选取符合“意外之财”的特征与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动机,与本文的制度背景

和理论逻辑相契合。同时,由于不同城市经济、人口规模不同,需对土地出让收入进行量纲化,借鉴孙

秀林和周飞舟(2013) [5] 的做法,本文进一步以人均土地出让收入的对数值作为衡量所在城市土地财

政禀赋状况的基准变量。
2. 其余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企业出口的理论和实证文献,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和城

市两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企业层面变量为生产率、规模、年龄、资本密集度、融资约束、平均工资、
国有企业哑变量和外资企业哑变量;城市层面变量为人均 GDP、一般预算收入、整体出口规模、外商直

接投资、产业结构和储蓄水平。①

(三) 数据说明

由于地级城市土地出让收入数据的最早年份为1999年,而当前微观企业数据的最晚年份为2014
年,因此,本文将样本区间选为1999—2014年。②分析所用数据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计算城市层面变

量的宏观数据,主要来自2000—2015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全国地市县财政

统计资料》。平减各名义变量所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自历年各省统计年鉴。第二类是测算企

业出口表现和企业层面控制变量需要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依次使用企业法人代码、企业名称、法人

代表姓名等信息逐年滚动匹配,并剔除总产出、中间投入、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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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未报告各控制变量的度量和构建过程,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要。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将样本扩展至2014年的宝贵意见。此外需说明的是,工企2009年和2010年这两年数据质量较

差,运用中普遍将其剔除。



失、为负值、为零值的制造业样本,剔除从业人数缺失和小于8的制造业样本。第三类是测算企业出口

竞争方式包括出口产品质量、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海关数据。

四、 实证结果: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扩张

(一) 基准回归

为了考察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扩张的影响,表2给出了计量模型(1)—(4)式的估计结果。其中,
第(1)和(2)列是以企业年龄作为排除性变量的 Heckman 两阶段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土地财政的估

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土地财政的膨胀不仅促进了企业参与出口的概率,而且提高了已出口企业的

出口强度,有助于企业沿着出口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实现出口扩张;微观企业的出口退出及与之相关

的出口生存亦是理解宏观层面出口总量扩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2中第(3)列先给出了计量模型

(3)式 Probit 的估计结果,从中可知,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土地财政抑制了企业出口退

出。由于 Probit 模型仅涉及企业单期退出出口市场的决策问题,第(4)列还采用生存分析法来考察由

一系列退出出口市场风险事件组合而成的出口生存或者说出口持续期问题。结果显示,土地财政对企

业出口生存风险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土地财政会降低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率,从而倾向于

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期。很显然,当出口企业遭受外部或内部不利冲击需要退出出口市场规避风险时,
充当地方政府间竞争“新”工具的土地财政改变了出口企业原本基于市场信息理性决策的约束条件,
这也预示着地方政府策略性使用土地财政的行为可能破坏了市场机制主导企业出口更替的新陈代谢

系统。以上结果初步证实了本文的假设1,即土地财政激励了企业出口扩张。

表2　 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扩张的估计结果

出口概率 出口强度 出口退出 出口持续期

(1) (2) (3) (4)

land_inc
0. 060∗∗∗ 0. 012∗∗∗ - 0. 077∗∗∗ - 0. 132∗∗∗

(4. 11) (3. 36) ( - 7. 66) ( - 8. 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伪 R2 / R2 0 . 246 0 . 257 0 . 069
N 2275301 663942 544938 415553

　 　 注:表中圆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标准误的 t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0% 、5% 、1% 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

包括前述所有企业和城市层面变量,所有回归均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未汇报。如无特殊说明,以下各

表同。

(二) 异质性分析①

1. 生产率异质性。生产率异质性一直是新新贸易理论中理解企业出口行为的关键所在,根据

Melitz(2003)模型,只有高生产率企业才会选择出口。为了考察土地财政对不同生产率企业出口的影

响效应,本文在计量模型(1)—(4)式的基础上引入了土地财政与企业生产率的交叉项。结果显示,关
注的交叉项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土地财政对企业参与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

的激励作用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反而减弱;交叉项对企业出口退出决策和出口生存风险显著为正,
这表明企业生产率越高,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退出的抑制作用和对出口生存风险的降低作用或者说

出口持续期的延长作用越弱。很显然,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的扩张作用阻碍了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向

高生产率企业的有效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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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模异质性。上一部分生产率异质性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策略性使用土地财政的过程中可

能并不十分关心企业的生产绩效,往往在乎的是企业的规模,规模越大的企业更容易带来出口规模的

快速扩张和短期经济增长,因此,在出口偏向型战略主导下,也越容易受到追逐增长竞赛的地方政府

的青睐。本文对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在出口二元边际方面,关注的土地财政

与企业规模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规模越大,土地财政对其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的激励作用

亦越大;在出口退出及其相关的出口生存方面,关注的交叉项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土地财政在抑制企

业出口退出和降低企业出口生存风险或者说延长出口持续期的作用上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变强。
以上结果证实了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引资过程中的规模偏好,大规模企业能够更为容易地与地方政

府建立政治联系并捕获土地财政策略性竞争所带来的政策优惠,将其转化为出口优势。
3. 资本密集度异质性。面临晋升激励的地方政府不仅具有规模偏好,也偏好更具有 GDP 创造能

力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会给予其各种优惠政策,由此带来的可能影响是,资本密集

度越高的企业,越容易通过政治联系捕获土地财政策略性竞争所引发的以特定企业为实施对象的税

收和补贴优惠。本文关于企业资本密集度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佐证了上述判断,具体而言,关注的

土地财政与企业资本密集度的交叉项对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的出口二元边际显著为正,而对企

业出口退出和出口生存风险显著为负,这表明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

强度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企业出口退出的抑制作用、出口持续期的延长作用越强。

(三) 稳健性检验

第一,内生性问题。与 Chen 和 Kung(2016) [10] 的做法一致,结合土地市场供求两端信息构建土地

财政的工具变量。在供给端,构建了一个可以衡量城市不适宜开发建设土地比例的指数,用每个城市

地表坡度大于15度的土地比例衡量,由于该指数并不随时间变化,接着采取 Chaney 等(2012) [40] 的做

法,将上述供给端的地理约束条件乘以反映需求变化的利率水平使其具有动态特征。第二,指标变换

检验,进一步采用土地出让收入绝对规模的对数值和土地出让依存度即土地出让金除以一般预算收

入来反映所在城市的土地财政状况。第三,所得税分享改革后检验。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中
央政府于2002年推行了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将原属于地方政府税种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划为中央-地方共享税。为此,还使用所得税分享改革后2003—2014年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四,其他

检验。一方面,由于2009年和2010年工企数据存在较大的质量问题而剔除,这使得上述所用的1999—
2014年数据出现了非连续现象,为此进一步采用1999—2008连续年份的企业样本进行估计;另一方

面,考虑到土地财政可能的时滞作用,采用滞后一期和两期进行检验。①

五、 机制检验:土地财政如何激励企业出口扩张

前文虽通过较为细致的考察发现,土地财政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还抑制了企

业出口退出和延长了出口持续期。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一“意外之财”背后所蕴含的地方政府策略

性行为,地方政府是否真的在分税制改革后将其作为“新”工具开展辖区间竞争以实施出口偏向,即检

验本文第二部分理论机制提出的土地财政通过引发支出竞争、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来激励企业出口

扩张的作用机制,以完整假设1的论证过程。

(一) 模型设定与指标度量

本文采用邵朝对和苏丹妮(2019) [41] 的思路来检验土地财政通过支出竞争、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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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中间变量对企业出口扩张的作用机制。第一步先检验土地财政是否引发了地方政府三种策略

性竞争行为,检验模型可设置为:
comp ict = φ0 + φ1 land_incct + ε ict (5)

其中,comp 为指代地方政府三种策略性竞争行为的中间变量。具体而言,根据经典的财政分权理

论,地方政府会积极在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支出和税收优惠的财政收入两个维度展开策略性竞争 [24-25] ,
前者主要借鉴左翔和殷醒民(2013) [26] 的做法,选取人均道路面积的对数值( road)来表示公共品供给

的支出竞争。这主要是根据第二部分的影响机制分析,以交通和通信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是激励企业出

口的关键所在,而道路是最为典型和重要的基础设施,同时,地方政府具有内衍于增长竞赛的“重基

建、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支出结构偏向。后者主要借鉴王小龙和方金金(2015) [42] 的做法,
以实际有效税率的对数值(ETR)来表示提供税收优惠的税收竞争。除上述财政分权理论所涉及的支

出和税收竞争,本文还关注补贴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这不仅是因为补贴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深

远,而且还是中国企业屡遭国外“反倾销”调查的常用说辞 [19-20] ,与现有研究一致,使用辖区企业获得

的补贴额加1取对数( subsidy)来表示地方政府的补贴竞争。
接着,第二步采用如下计量模型验证土地财政通过引发支出竞争、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来激励企

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
expdum ict = κ0 + κ1 land_incct × comp ict + κ2 comp ict + κControl1 + ε ict (6)

export ict = ω0 + ω1 land_incct × comp ict + ω2 comp ict + ωControl2 + θ × Imr ict + u ict (7)
其中,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三种策略性竞争行为代理变量的交叉项 κ1 和 ω1 是此处机制检验的关

注系数。类似地,本文对土地财政、地方政府策略性竞争与企业出口退出及其相关的出口生存之间的

影响机制进行了类似检验。

(二) 土地财政、策略性竞争与企业出口扩张的作用机制检验

1. 机制检验Ⅰ:土地财政、支出竞争与企业出口扩张。首先,从经典的财政支出视角关注土地财政

对企业出口扩张的激励机制。表3第(1)列给出了第一步土地财政与中间变量支出竞争的检验结果。从
中可知,土地财政对人均道路面积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土地财政膨胀有助于提高辖区以道路

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供给水平,证实了分税制改革后,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融资来源,土地财

政成为一般预算收支窘迫的地方政府竞相改善辖区基础设施的策略性工具,引发了地方政府在经济

性公共品供给上的激烈支出竞争。那么,土地财政能否通过影响支出竞争来激励企业出口扩张呢?表3
第(2)—(5)列的第二步估计结果显示,与预期一致,代表支出竞争的人均道路面积对企业参与出口

概率和出口强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企业出口退出和出口生存风险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关注

的土地财政与人均道路面积的交叉项对企业出口参与和出口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对企业出口

退出和出口生存风险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土地财政会强化支出竞争对企业出口的作用。以
上整个计量检验过程说明了,土地财政的确可以通过引发地方政府的支出竞争进而激励企业出口

扩张。

表3　 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扩张的作用机制检验:支出竞争

road 出口概率 出口强度 出口退出 出口持续期

(1) (2) (3) (4) (5)

land_inc
0. 222∗∗∗

(10. 60)

land_inc × road
0. 018∗∗∗ 0. 004∗∗ - 0. 034∗∗∗ - 0. 059∗∗∗

(3. 20) (2. 38) ( - 7. 98) ( - 8.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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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road 出口概率 出口强度 出口退出 出口持续期

(1) (2) (3) (4) (5)

road
0. 252∗∗∗ 0. 055∗∗∗ - 0. 370∗∗∗ - 0. 613∗∗∗

(5. 41) (4. 14) ( - 9. 90) ( - 10. 18)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伪 R2 / R2 0. 350 0. 246 0. 257 0. 069
N 3790 2237121 649479 538075 409336

2. 机制检验Ⅱ:土地财政、税收竞争与企业出口扩张。其次,从财政竞争的另一个视角税收竞争考

察土地财政激励企业出口扩张的作用机制。与支出竞争的考察方式相对应,表4给出了中间变量为税

收竞争时的估计结果。表4第(1)列为第一步估计,结果显示,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土

地财政降低了辖区企业的实际有效税率,证实了作为预算外收入,规模庞大的土地财政弱化了地方政

府对税收收入的依赖程度,使地方政府更有动机和能力通过各种形式助力企业避税或者逃税,引发了

地方政府在提供税收优惠上的激烈税收竞争。那么,土地财政能否通过影响税收竞争来激励企业出口

扩张呢?表4第(2)—(5)列的第二步估计结果显示,与预期一致,代表税收竞争的企业实际有效税率

与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与企业出口退出和出口持续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关

系,即企业实际有效税率的下降会促进企业的出口二元边际以及抑制企业的出口退出和延长出口持

续期;而关注的土地财政与企业实际有效税率的交叉项对企业出口参与和出口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

为负,对企业出口退出和出口持续期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土地财政会强化税收竞争对企业

出口的作用。以上整个计量过程说明了,土地财政的确可以通过引发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进而激励企

业出口扩张。
表4　 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扩张的作用机制检验:税收竞争

ETR 出口概率 出口强度 出口退出 出口持续期

(1) (2) (3) (4) (5)

land_inc
- 0. 037∗∗∗

( - 10. 24)

land_inc × ETR
- 0. 015∗∗∗ - 0. 003∗∗∗ 0. 018∗∗∗ 0. 031∗∗∗

( - 3. 67) ( - 3. 16) (5. 99) (6. 60)

ETR
- 0. 112∗∗∗ - 0. 026∗∗∗ 0. 146∗∗∗ 0. 250∗∗∗

( - 3. 84) ( - 3. 52) (6. 75) (7. 32)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伪 R2 / R2 0. 024 0. 229 0. 268 0. 056
N 1515052 1324712 399252 324982 251610

3. 机制检验Ⅲ:土地财政、补贴竞争与企业出口扩张。最后,除了经典的财政竞争维度,本文还考

察土地财政通过引发地方政府的补贴竞争激励企业出口扩张的影响渠道。表5第(1)列为第一步估计,
结果显示,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土地财政提高了辖区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额,证实

了自由裁量的土地财政为一般预算窘迫的地方政府进行广泛、持续的补贴大战提供了资金支持,引发

了地方政府在提供补贴优惠上的激烈补贴竞争。表5第(2)—(5)列的第二步估计结果显示,与预期一

致,代表补贴竞争的企业补贴额在显著提高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的同时,还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出

口退出和出口生存风险;而关注的土地财政与企业补贴额的交叉项对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对企业出口退出和出口生存风险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土地财政会强化补

贴竞争对企业出口的作用。以上整个计量过程说明了,土地财政的确可以通过引发地方政府的补贴竞

争进而激励企业出口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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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扩张的作用机制检验:补贴竞争

subsidy 出口概率 出口强度 出口退出 出口持续期

(1) (2) (3) (4) (5)

land_inc
0. 089∗∗∗

(12. 52)

land_inc × subsidy
0. 010∗∗∗ 0. 001∗∗∗ - 0. 002∗ - 0. 003∗

(8. 55) (3. 68) ( - 1. 94) ( - 1. 77)

subsidy
0. 014∗ 0. 006∗∗ - 0. 015∗∗ - 0. 040∗∗∗

(1. 82) (2. 12) ( - 2. 10) ( - 2. 78)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伪 R2 / R2 0. 042 0. 244 0. 261 0. 065
N 2553189 2204208 618348 515488 388433

综上而言,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确将土地财政这一“意外之财”充当辖区间竞争“新”工具,
通过引发支出竞争、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的方式激励企业出口扩张,亦可说通过引发支出竞争、税收

竞争和补贴竞争是土地财政出口扩张激励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研究假设1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印证。

六、 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竞争方式:出口模式的“土地财政诅咒”

前文已系统给出了土地财政在出口二元边际与出口退出、出口生存两方面激励企业出口扩张及

其作用机制的微观证据。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前文分析还表明充当辖区间竞争“新”工具的土地财政

这一“意外之财”对企业出口的理性决策产生了干扰,导致了出口资源错配,这些现象意味着蕴含策略

性行为的土地财政可能会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方式造成不利影响。所以,本文将从竞争方式的视角

进一步考察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以完整论述本文提出的出口模式“土地财政诅咒”。

(一) 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竞争方式:来自土地财政的“诅咒”
中国企业长期位于全球价值链(GVC)的底端,现实中出口多为品质、附加值、技术含量较低的低

端产品,为此本文主要选取出口产品质量、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出口技术复杂度①来集中反映出口企

业的竞争方式,进而探讨地方政府经营土地“以地生财”的土地财政模式与当前企业低端出口竞争方

式之间的关系。表6的结果显示,饱含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的土地财政降低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国
内附加值比率和技术复杂度。

表6　 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竞争方式:来自土地财政的“诅咒”
产品质量 国内附加值率 技术复杂度

(1) (2) (3)

land_inc
- 0. 003∗∗ - 0. 010∗∗∗ - 0. 063∗∗∗

( - 2. 49) ( - 5. 29) ( - 3. 3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R2 0. 189 0. 215 0. 067
N 409270 489752 4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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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对这三个指标进行测度,需匹配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首先采用企业名称和年份进行合并,然后

使用企业所在地的邮政编码以及电话号码后七位来识别。利用匹配数据,借鉴 Khandelwal 等(2013) [43] 事后推理的思

路来测算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参照邵朝对和苏丹妮(2019) [41] 的思路来计算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通过拓展 Haus-
man 等(2007) [44] 度量一国或地区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方法来测算企业层面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二) 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竞争方式的机制分析

上一小节证实了土地财政对中国企业出口竞争方式产生了不利影响,而根据第二部分对假设2的
理论分析,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存在与“资源诅咒”文献中“意外之财”类似的寻租机制、“政治包袱”
机制以及公共品偏向性扭曲配置机制,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开展辖区间竞争严重削弱了企业的研

发创新,进而侵蚀了出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部分将串联土地财政对出口企业竞争方式低端锁定故

事背后的逻辑过程。
首先,由第二部分假设2的理论分析可知,与“资源诅咒”文献中“意外之财”诅咒效应发生的制度

条件类似,中国目前正处于各方面制度尚未健全的转轨时期,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实施以特定企业

为对象的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容易滋生寻租腐败。借鉴 Anderson 等(2007) [45] 以管理费用与企业总资

产比值来度量寻租成本的做法,表7第(1)列给出了土地财政与出口企业寻租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
土地财政显著激发了出口企业的寻租行为,证实了出口企业与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因素的激励下结

成了广泛的寻租关系。表7第(2)列则通过引入土地财政与出口企业哑变量的交叉项来比较出口企业

与内销企业的寻租行为差异,显著为正的交叉项意味着相比于内销企业,出口企业更有热情也更容易

与辖区政府建立寻租关系,以捕获土地财政策略性竞争引发的扭曲收益即税收优惠和巨额补贴,这也

反映出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多在出口市场上形成合谋。
其次,土地财政激励下的税收优惠和巨额补贴往往附带着地方官员为晋升而设置的各种合同约

束,获得优惠的企业需要更多迎合地方政府促进出口规模快速扩张的政治诉求。出口企业背负的这种

“政治包袱”不仅使其遭受冲击时难以理性退出,①而且还会造成过度投资的短视行为。参照 Richard-
son(2006) [46] 的方法测算出企业过度投资程度,由表7第(3)列可知,与预期一致,土地财政显著提高

了出口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表7第(4)列则关注出口企业和内销企业的差异,交叉项显著为正的估计

结果传递出与内销企业相比,土地财政更大程度激励了出口企业的过度投资,进一步佐证了地方政府

和企业更多在出口市场上形成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合谋空间。

表7　 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竞争方式:机制分析

寻租 过度投资 支出结构偏向 研发创新

出口企业 全样本 出口企业 全样本 地级城市 出口企业 全样本

(1) (2) (3) (4) (5) (6) (7)

land_inc
0. 002∗∗∗ 0. 000 1. 623∗∗ 0. 089 - 0. 038∗∗∗ - 0. 003∗∗∗ - 0. 003∗∗

(3. 76) (0. 42) (2. 54) (0. 57) ( - 6. 24) ( - 2. 83) ( - 2. 52)
land_inc ×
expdum

0. 001∗ 1. 406∗∗∗ - 0. 001∗

(1. 71) (3. 47) ( - 1. 90)

expdum
- 0. 008∗ 11. 841∗∗∗ 0. 007∗∗

( - 1. 83) (3. 62) (2. 4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 027 0. 008 0. 023 0. 013 0. 223 0. 001 0. 000
N 684474 2275243 298595 924883 2943 229957 838084

最后,土地财政引发的支出竞争加剧了地方政府“重基建、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偏向性

配置程度,不利于辖区人力资本积累。借鉴左翔和殷醒民(2013) [26] 的做法,选取每万人中小学教师数

来表示与人力资本投资、公共服务相关的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水平,表7第(5)列的结果表明,土地财

政并不利于改善以基础教育为代表的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这与土地财政对以道路为代表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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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文关于出口退出及其相关的出口持续期的分析结果可以部分佐证该机制。



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形成了巨大反差。不管是与税收竞争、补贴竞争相关的企业寻租、“政治包袱”,还是

与支出竞争相关的公共品支出结构扭曲性配置,都极大削弱了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回报和动力。表7
第(6)列以 R&D 占产品销售额的比重表示出口企业的研发创新程度,此时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与预

期相符,显著为负,而第(7)列的差异对比结果显示,土地财政对出口企业研发创新的抑制作用大于内

销企业,这契合了出口企业和内销企业的寻租和过度投资行为差异。
因此,与理论预期相符,由于与税收竞争、补贴竞争相关的企业寻租、“政治包袱”以及与支出竞争

相关的公共品偏向性扭曲配置的存在大幅度削弱了出口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土地财政导致中

国出口企业更多只能依附于国际生产网络,进行低质量、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复杂度的低端竞争,而分

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愈演愈烈的土地财政发展模式进一步固化和锁定了出口企业的这种低端竞争

方式。至此,本文的假设2得到了验证。
分税制改革后,土地财政的意外繁荣改变了过往“财政包干”的激励模式,面临一般预算窘迫的地

方政府开始依赖这一“意外之财”并将其充当辖区间竞争“新”工具以实施出口偏向型政策,带有浓厚

策略性行为的土地财政一方面激励了企业出口扩张,但也使出口企业的竞争方式长期锁定于低质量、
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复杂度,即本文假设3概括的对中国“大而不强”出口模式造成了“土地财政诅咒”。
中国出口扩张奇迹背后也伴随着出口企业粗放型的低端竞争方式,无疑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土地财

政发展模式是造成中国企业“大而不强”出口模式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七、 结论与启示

富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可能塑造着独一无二的中国出口模式。本文利用1999—2014年城市层

面和微观企业数据,首次考察了充当辖区间竞争“新”工具的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
土地财政通过引发地方政府的支出竞争、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不仅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
还抑制了企业出口退出和延长了出口持续期,并且这一出口扩张激励效应对低生产率、大规模、高资

本密集度的企业作用更为明显。对出口竞争方式做进一步探讨,由于存在与税收竞争、补贴竞争相关

的企业寻租、“政治包袱”以及与支出竞争相关的公共品偏向性扭曲配置,土地财政的出口扩张激励效

应却付出了出口企业长期被锁定于低质量、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复杂度低端竞争的高昂代价。概括而

言,本文证实了,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这一“意外之财”开展辖区间竞争的策略性行为对中国

“大而不强”出口模式产生了“土地财政诅咒”。
立足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模式重塑的事实,本文在微观层面提出和检验了中国出

口模式存在“土地财政诅咒”的新观点,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启示。由于土地财政本身就是地方政府基

于中国转轨时期特有的公共财政体制、土地制度等多重制度均衡下做出的战略抉择,因此,这是一个

需要多领域改革配合的长期系统性工程。首先,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短期内进一步细化、规范和约束土

地财政的收支结构,发挥民众、社会团体、媒体的舆论监督机制,打造土地财政使用的“阳光工程”,中
期可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合理划定权责,缓解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的“钱袋子”,长期可以

开征房产税替代土地出让收入,以透明高效可持续的税取代自由裁量一次抽取的租,逐渐转变地方政

府当前依赖的土地财政模式。其次,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在建设用地市场的独家垄断权,确保

了其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策略性征地供地以谋求最大化的级差地租,因此,通过允许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等入市,有助于弱化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能力。最后,创新和丰富地

方政府筹资用资模式,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债券化改革,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与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的深度合作,剥离土地财政的融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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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Land Finance Affect Chinese Firm Export?

SHAO Chaodui, SU Danni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mpact of land finance as a “new” tool for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on firms ex-
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incentive mode after tax distribution reform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nd finance not only increases firms export probability and intensity but also inhibits firms exit and
prolongs firms export duration through stimulating local governments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tax competition and subsidy com-
petition.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rent-seeking, “political burden” related to tax competition and subsidy competition, and bi-
ased expenditure structures misallocation related to expenditure competition also locks export firms into low-end competition with
low quality, low value-added and low technical complexity. In a word, this paper confirms that the strate-
gic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excessive reliance on land finance to carry out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
tition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export prosperity but also pays the price of los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xport firms, which creates a “ land finance curse” to Chinas “ large but not strong” export mode.

Key words: land finance; firm export; export mode; strategic competition; land finance “ c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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